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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为“苏辙晚年研究”，研究范围则将集中探析苏辙在晚年，即是建国

靖中元年（1101）至政和二年（1112）时期的心态变化轨迹。苏辙是北宋中后期文

坛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一生的仕途，都深受党争的影响。所以，他的个人心态以

及思想变化都与这场斗争紧密相连，也因此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来到了

晚年时期，随着蔡京的拜相，在朝政上掀起连番针对元祐党人之政治打压。为求在

险境中自保，苏辙选择了在颖昌（今河南许昌）杜门不出，过着谢绝交游的卜居生

活。由此可见，相较起前期，苏辙在晚年时期的生活方式是最为不同的。而在这种

看似消极的生活方式中，苏辙的心态却没有因此而一成不变，反而，随着时间运转，

政治局势更变，而展现了精彩的一面。首先，若要探析苏辙晚年时期的心态变化，

必须先将其生平作出明确分期。以苏辙在嘉佑二年（1057）入仕为始，依据其不同

时期的人生际遇，可将他的生平概括成五个时期。其中，其中，分别是嘉佑入仕期、

熙丰贬谪期、元祐高峰期、绍圣颠沛期和崇宁闲居期。而晚年时期指的就是崇宁大

观年间，苏辙闲居于颖昌这段长达十二年的时间。在这十二年里，由于党祸的影响，

苏辙在行动上和思想上都未能得到自由。再加上，他人生中重要知音，哥哥苏轼在

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逝世，当然也为苏辙带来了严重的打击。所以，在这样不

利的政治环境以及个人命运之下，苏辙在晚年时期的心态也就更具探讨价值。 

 

    因此，在本文中，将先把苏辙的生平进行分期，来整理出晚年时期的研究价值。

此外，若以苏辙当时的生活情况为基本依据，可更进一步地将他的晚年时期，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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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前后两期。如此一来，他此时的心态变化也就更加明显了。之后，为了进一步探

析苏辙晚年心态，必须先依循作品创作的时间顺序来阅读。再加上政治环境以及个

人际遇为辅助，苏辙在当时的心态发展之脉络便清晰可见了。因此，在本文中的最

后两章，主要将分别挑选出苏辙在晚年前期和后期的代表作品，来论证苏辙在不同

阶段的独特心态。 

 

[关键词] 苏辙晚年    杜门不出    颓然    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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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苏辙，字子由，晚年自号颖滨遗老，人称“小苏”。苏辙乃苏洵之子，苏轼之

弟，眉山人，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卒于宋徽宗正和二年（1112），享年

七十四岁。 (苏辙，1990：1) 苏辙与其父亲苏洵、兄长苏轼合称三苏，是唐宋八

大家之一。在父亲的教导熏陶之下，苏辙自幼就博览全书，再加上其沉静好学的个

性，便很快地成长为一个见解卓异，学识渊博的青年。年少入仕的苏辙，其大部分

仕途都是在党争中度过的。然而，波折不断的政治仕途也间接造就了他的文学成就。

特别是在两次贬官和晚年闲居之时，尤致力于著述。其著作除了《栾城集》之外，

还包括了《诗集传》、《古史》、《龙川别志》、《老子解》等等，这些学术著作

都颇能代表苏辙在文学方面的作为。 

 

然而，自古以来，在宋代文学研究中，苏辙可说是备受冷落的，因为学者们的

研究焦点大多数都集中在苏轼一人的身上。然而，这对苏辙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

其实他诗文兼胜，作诗两千多首，散文一千多篇，尤以散文见长。由此可见，苏辙

的文学成就也是相当高的。此外，北宋中叶是宋代散文发展的巅峰期、鼎盛期，也

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杨庆存，2011：152) 因此，在现今对

于苏辙的研究当中，主要还是着重在他的散文和文论上，对于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

不多。而纵观苏辙一生，会发现其历经了不少起伏考验，所以在他的人生中之特定

阶段和地点，必然也将展现出独特的文学作品和精神面貌。可是，目前为止将苏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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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平际遇与其思想、作品风格变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依然不多。由此可见，有

关苏辙的阶段性研究是尚未成熟的。 

 

    在中国的政治发展史中，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朋党”问题历代皆有，其中

则以宋代最为惨烈。而在党争的影响下，苏辙作为旧党成员，政治生涯时常在贬谪

和在朝中徘徊。因此，以党争中的际遇为主要依据，可将苏辙的生平分为五个时期。

其中，分别是嘉佑入仕期、熙丰贬谪期、元祐高峰期、绍圣颠沛期和崇宁闲居期。

而这五个时期当中，又以晚年时期最为特出。首先，为了逃离党争迫害，苏辙在晚

年时卜居颖昌、杜门不出长达十二载。除了生活环境的不同之外，他晚年时期的作

品类型也有别于前期地以诗歌为主。所以，在这样的变化差异之下，苏辙晚年时期

的心态自然也值得深入探讨。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苏辙晚年时期的心态发展轨迹。

本文将分为三章来进行论述。第二章会先将苏辙的生平进行分期来解析独厚晚年之

缘由，并且依据他当时心态的改变，把晚年分成前后两期。之后，在第三和四章，

会分别论述苏辙在晚年前期（1101-1106）和晚年后期（1107-1112）的心态特质。 

 

第一节 研究动机 

 

    在后人印象中，苏辙总是和苏轼相提并论的。两者之间无论是交游、思想、政

见上几乎都是如出一辙的。因此，学者们也常常将两人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相比之

下，苏辙的名气是远远不如苏轼的。而在大学第二年的“唐宋文选”课中，由于研

讨课报告撰写的需求，笔者才开始对苏辙有了初步了解。在阅读了苏辙于黄州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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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资料后，会发现苏辙与哥哥苏轼之间相通之处确实不少，而且在其创作中，

也可发现他有受到哥哥苏轼影响的痕迹。所以，对于苏氏兄弟之间在患难中的相知

相惜，除了羡慕之外，也深受感动。因此，才会选择苏辙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在进

行了资料收集之后，尤其对晚年时期的苏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首先，会想了解在

失去了重要的哥哥苏轼之后，独自面对党争祸害的苏辙又将如何自处？再来，在晚

年时期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影响下，苏辙的作品类型却有所改变，那么其人是否如

其文呢？在心态上有没有任何改变呢？因此，本文才会以苏辙晚年心态变化的脉络

为主要研究范畴。 

 

    然而，在翻阅了宋代研究资料后，会发现有关苏辙的论述中，果然往往都离不

开苏轼。比如，从生平事迹的角度来看，在《中国文学史新编》中就有提及：“无

论从政治生涯还是日常生活方面看，苏辙都与乃兄苏轼有着太多、太密切的关联。

但与苏轼相比，他又有明显的差距，性格比较脆弱，而才气也稍乏。” (章培恒、

骆玉明, 1996：247) 而在《宋代文学史》中，也有相关论述：“苏辙与乃兄不仅

生平出处略同，思想也颇相似” (孙望、常国武，1996：270) 此外，也有从作品

成就方面来作出对比。在《艺概》中提及：“大苏文一泻千里，小苏文一波三折” 

(刘熙载, 1978：29)由此可见，在两者之间比较的结果，往往都是认为苏辙无论是

在学术著作或是精神境界上，都略逊一筹。甚至还有苏辙是以苏轼影子的形式得以

存在的说法。无可否认，苏辙在作品上与苏轼确实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两人之间的

唱和诗，尤为明显。但是，苏氏兄弟两人自幼一起读书，生活际遇相似度也高。所

以，出现这样的状况也实属合理。但是，他们兄弟的性格差异甚大，也影响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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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及文学风格。 (曾枣庄、吴洪泽, 2010：1181) 所以，若将

苏辙作为苏轼的附属品来看待，对其而言是不公平的。苏辙生性内敛，思想活跃却

沉默寡言，其人格特质自然也影响了他的作品风格。所以，比起与苏轼的对比研究，

以其独具之力，卓然特立，自成一家的文学成就，苏辙是值得被独立看待的。 (迟

文君、宋续连等主编, 1999：32) 所以，来到晚年时期，苏辙在缺乏苏轼的陪伴之

下，独自遭受了党祸冲击。在满腹冤屈无处宣泄的情况之下，苏辙的心态自然会有

所不同。这也将会是其独特心境的起点，探讨价值所在。 

 

    另外，如同前文所提，苏辙在晚年时期，其作品主要以诗歌为主。这也是其晚

年时期的重要特质之一。对于宋人而言，诗不但是抒情或流露情感的场所，同时也

把诗当作传达理智的地方。 (吉川幸次郎, 1977：11) 苏辙晚年时期，作诗多达三

百七十馀首，是北宋后期诗歌史上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这些诗歌作品中，生性内

敛沉静的苏辙所寄寓的思想感情，无论是偏向理智或是感性，必定会很大程度上反

映出他当时的心情。再说，宋人以“治心养气”为本，讲天长地久的功夫，因而无

论是学道或者学诗，晚年都是人生历程中最辉煌的阶段。 (周裕锴, 2007：348) 

因此，综合以上的特点，无论是外在生活环境的影响，或者是内心思想上的冲击，

都是造就了苏辙晚年之研究价值的重要因素。而晚年时期也是苏辙无论在思想上或

是作品创作上的集大成时期，这也是本文选择以苏辙晚年时期心态为研究对象的原

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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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资料评述与研究方法 

 

翻看有关宋代文学研究资料综述发现，后人很少将苏辙独立自成一章来进行论

述。比如：在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中，苏辙是和苏门弟子合为一章

的。而程千帆、吴新雷所撰写的《两宋文学史》中，则是把苏辙归在“散文世家”

一节中，此节主要内容是论述三苏文论，并没有深入地为苏辙进行分析研究。虽然

有关苏辙的专著研究不多，但是苏辙研究概况整理，却能找到专题论文。近代学者

李冬梅 (李冬梅, 2002：111-114) 在<苏辙研究综述>中，就将有关苏辙的专门研

究作出了系统性的分类。她把苏辙研究基本分为四大类，即是：生平传记、文学理

论、学术思想和作品研究。这是进行苏辙研究之前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首先，在有关苏辙生平研究，历来争议不大。苏辙在有生之年所写下的<颖滨

遗老传>一文中，就将自己的生平事迹以时间顺序排列清楚列明了。再加上，他也

将自己所作的诗文作品，按照创作年份结集成册，编成了《栾城集》四集。因此，

这些都是研究苏辙生平的重要佐证。由于是出自本人之手，可信度高，所以，后世

学者基本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添加或补充，争议性不大。至于年谱类的作品，宋人

孙汝所编的<苏颍滨年表>，是现存最早的苏辙年谱资料。而今人在此基础上, 陆续

为之补正、新编, 水平也大为提高。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曾枣庄《苏辙年谱》、王水

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洪本健《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曾枣庄、舒大刚

《北宋文学家年谱》和孔凡礼《苏辙年谱》等等。通过这些年谱资料，可以把历代

有关苏辙的资料收集整理, 为现今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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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苏辙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是不容忽视的。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学

成就历来都是研究的重点。其中，茅坤所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就有收入苏辙的

作品。今人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专著，就以曾枣庄所著《三苏文艺思想》最有代表

性。这部著作里采用了比较系统性的方式来探讨了苏辙的文学理论，对后人研究有

一定的影响力。至于学术思想方面，曾枣庄的<《苏氏易传》 与三苏的道家思想>、

舒大刚<苏辙“三教合一”的哲学思想述评>以及吴晓萍<苏辙的变法思想及其实践>

等等学术论文，都为苏辙的学术思想提供了独到的见解。 

 

    至于作品类，苏辙一生著述甚多。除了九十六卷《栾城》四集之外，其他还有

《诗集传》二十卷、《春秋集解》十二卷、《古史》六十卷、《龙川略志》十卷、

《龙川别志》二卷、《老子解》二卷、《论语拾遗》一卷、《孟子解》一卷，这些

都是苏辙学术著述的重要成果，也是其文学研究的代表。今人所点校的作品则以曾

枣庄、马德富点校的《栾城集》以及陈宏天、高秀芳点校的《苏辙集》最为常见。

而由曾枣庄、舒大刚主编的《三苏全书》则是目前最为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和出

版三苏文献及其研究资料的汇编。以上所述，都是苏辙研究的重要资料。 

 

纵观而言，与苏轼研究相比，目前苏辙的研究成果确实比较逊色。然而，其中

有关苏辙阶段性研究的专书更是数量不多。当中，幸运地是苏辙自己将其作品汇编

成了集，再加上有可靠年谱的流转，为阶段性研究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因此，本文

将会先以苏辙年谱为主要的参考资料，再加上《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等等古籍，整理出苏辙晚年时期的生平事迹以及政治情况。之后，在第二章中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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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对苏辙的生平作出分期，并且，论述独厚晚年的缘由。之后，再集合当时

的作品，并且顺着创作时间来一一解析，来将苏辙晚年时期细分为前后两期，从中

探析不同时期的心态变化。所以，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主要会先选出那段时期的

代表性作品，再配合时代背景、个人际遇来整理出苏辙晚年特定时期里的典型心态

以及其变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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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独厚晚年之缘由 

 

    在政治发展史中，党争不断可说是宋代政治发展的重要过程。在宋太祖的提倡

下，宋代的治国方案主要偏向于“崇文抑武”。如此一来，造成宋代士大夫的从政

格局渐渐扩大，参政心态都普遍积极。苏辙字子由，生于仁宗宝元二年（1039），

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 (脱脱, 1977：10835) 自苏辙于嘉佑

二年（1057）登进士第起，之后他的仕途几乎大部分时间是与党争相系的。以神宗

时期熙丰变法为始，再到元祐党争、绍圣党争、直至崇宁党争，贯穿了神宗、哲宗、

徽宗三朝，历时共计四十年。在这几次的党争，苏辙皆参与其中。因此，他人生中

的起起伏伏大致上都随着政治势力转移，即是党争结果而改变。 

 

    所以，若以苏辙在不同党争中的际遇为主要基本依据，可将他的生平概括为五

个时期。这五个时期分别是嘉佑时期的入仕初期、熙丰年间的贬谪期、元祐时期的

高峰期、绍圣年间的颠沛期以及崇宁大观年间的闲居时期。然而，在这五个时期中，

又以晚年时期最具探讨价值。因为来到晚年之时，苏辙在历经了一段颠沛的贬谪生

涯后，选择了在颖昌过杜门不出的日子。于是，对他而言，在这与前期完全不一样

的生活环境当中，究竟他会抱持着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此外，在这个长达十二年

的卜居生活中，苏辙的心态究竟有没有产生任何的改变？因此，本章节将会先论述

选择苏辙的晚年时期为主要研究范围的原因，并且以晚年中苏辙的生活情况为基本

依据，来将其晚年时期进行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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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集大成的重要时期 

 

    若以苏辙人生际遇为主要依据，可将他的生平大致分为五个阶段。首先，第一

个阶段是其幼年在家学习时期至嘉佑入仕为止。庆历七年（1047），在父亲苏洵奔

父丧回家后，苏辙与哥哥就跟着父亲读书了。苏洵当时因为屡次应试失败，所以下

定决心努力研究学术。在父亲专心的教导之下，苏辙两兄弟的学术起点可说都是相

当高的。因此，在嘉佑二年（1057），苏辙第一次应试就中第了。然而，这次的进

士及第后，苏辙没有马上踏入政坛，先是因为母亲的过世返蜀守丧，再来因为制试

中的争议答卷，苏辙在仕途初期一直未受重用。直至就熙宁元年（1068），苏辙与

哥哥苏轼居父丧期满，举家返京，这时，苏辙才迎来了其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次年，

王安石参知政事，创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变法。在熙宁变法中，苏辙虽然没有关

键的影响，然而，他因政见不合而自求外任之举，令他成为了反变法派的代表人物

之一。 

 

    之后，在元丰二年（1079）时，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和御史中丞李定连章弹劾，

以苏轼诗多讥新法为名，逮其入狱，是为“乌台诗案”。苏辙既是苏轼的亲生弟弟，

又是反新法派，即旧党中的重要骨干，当然也脱不了关系。他在苏轼下狱后，主动

站出来为其上书陈情。因此，在这次的“乌台诗案”中，相较起其他同受牵连之人，

苏辙被处以了较重的贬官之罪，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务。这次的贬谪是苏辙的宦官生

涯中的第一次贬谪，对苏辙来说打击甚大。元丰三年（1080）七月，苏辙到筠州赴

任。从这时开始直至元丰八年（1085），长达六年的时间，苏辙都被这项琐碎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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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缠身，因而远离了政治中心。它揭开了北宋新旧党争过程中以“文字”交相报复

的序幕，是新党为扫清言路而对旧党一次的大规模打击。因此，这也可说是苏辙人

生历程中的第二个阶段，也是他的挫折期。然而，这段难得脱离党争的日子却随着

高太后的参政，苏辙的命运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来到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突然病逝，当时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太

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 (脱脱, 1977：313)苏辙于元祐元年（1086）抵达京师，

担任负责规谏朝政得失的右司谏一职。在高太后的特旨除授下，苏辙从被贬谪边境

的小官一举跃升为朝政中的关键人物。上任后，苏辙也不负所托，在弹劾新党人员

时发挥了先锋作用。据《栾城集》卷三十六至四十所录，在任职期间，苏辙所上了

论时事状多达七十四篇。其中，包含了不少对于当时朝政里的人事建议。由于仕途

上的得志，并且得以一展抱负，苏辙在其人生中的第三个阶段迎来了高峰期。 

 

    然而，这样的情况却只维持到元祐八年（1093）。因为随着高太后逝世，哲宗

开始主政，苏辙的际遇也开始有了转变。次年，哲宗改年号为绍圣。这个年号的使

用同时也宣告了政局的改变。因为，从年号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主政者的意向。 

 

“曾布上疏，请复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顺天意。帝从之，诏改元祐九年为绍   

圣元年。于是天下晓然知帝意所向矣。” (陈邦瞻, 197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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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哲宗亲政之际，就立刻重新起用了新党，同时对旧党进行了驱逐。这项政策

上的改变为当时新旧党的局势再一次带来了颠覆。苏辙身为旧党大臣，必然也受到

了波及。自此，也就开始了其官宦生涯中最颠簸不断的一章。 

 

    在这个新党重新得势之际，苏辙当然首当其冲，遭受新党的全面打击。对于苏

辙出知汝州，他们认为惩罚过轻。故此，左正言上官均连番弹劾猛攻苏辙，称其

“擅操国政，不畏公议，引用柔邪之臣，„„擅权欺君。” (黄以周等, 2004：

137) 因此，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辙才到了汝州两个月后就再贬袁州，次月

再谪筠州，面对了“岁更三黜”的困境。然而，来到了绍圣四年（1097），朝廷再

次加重对于元祐党人的处罚，苏辙远贬雷州。这个时候的苏辙离政治中心可说是越

来越远了。只是，新党大臣对于苏辙的迫害并不止于此。元符元年（1098），因董

必奏知雷州张逢礼遇苏辙，六月诏苏辙移居循州。 (曾枣庄、舒大刚, 1999：79) 

这几年间的长度跋涉、连番奔波，对于当时已年届六旬的苏辙来说，不论身体或精

神上都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段时期是苏辙的人生中的第四个阶段，也是最颠沛波

折的一章。 

 

    直至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辙才迎来北

归之日。同年十一月，他被命提举凤翔上清宫，外州军任便居住。就这样，苏辙在

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开始了其闲居颖昌的生活。在那段谪居的日子里，元祐

大臣早已凋零，仅馀下苟延残喘之势。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辙开始表现出畏

祸及身的态度，对于政治世态已经不像以前般关心了。在被命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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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他于《复官宫观谢表》云：“臣已望阙祗受讫者。谪徙南方，自分必死；恩移

近地，已若再生。” (苏辙, 1990：1081) 由此，可见苏辙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高兴

以及充满重获新生的感慨。然而，回首前生，其“禀生甚微，处世多难。反身自省，

本欲忠孝于君亲；报国何功，粗免愧畏于俯仰。徒以冰炭难于同器，仇怨因而满前。被以

恶名，指为私党。将杜其生还之路，遂立为不赦之文。前后三迁，奔驰万里。瘴疠缠扰，

骨肉丧亡。闻者为臣伤心，见者为臣陨涕。虽百夫所聚，公议自明。而众楚相咻，有口谁

诉。”所以，他决定“顷尝卜居嵩颍之间，粗有伏腊之备。杜门可以卒岁，蔬食可以终

身。生当击壤以咏圣功，死当结草以效诚节。”，就这样，苏辙开始了其闲居颖昌的

生活。以此来看，在当时激烈的党争影响下，他甚至产生了想逃离这恶劣环境的想

法。所以，在晚年时期的苏辙无论是生活环境，或是心态上都是跟前期有所不同的。

因此，这样明显的转变也就是其研究价值之一。 

 

    在苏辙的晚年时期，首先在政治环境上看到的是新党对于旧党成员的步步逼近。

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徽宗的执政之下，新党人员复权，党争再起。翌年，

徽宗改元崇宁，以绍述熙宁新政为志。 (林瑞翰, 1989：279) 之后，随着蔡京拜

相，更是解开了崇宁党禁的序幕。崇宁元年（1102）五月，朝廷接受了臣僚主要针

对元祐党人而发的奏文，重新核实其罪。对此，朝廷下诏：苏轼等已去世之元祐党

人，原追复官告并缴纳；苏辙等在世之人，并不与在京差遣。 (曾枣庄、舒大刚, 

1999：3119) 由此可见，在徽宗之政下，苏辙等旧党成员愈加失去了其在朝政中的

影响。所以，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之下，身为旧党重臣的苏辙该选择以怎样的方式来

自处自适，确实值得去延伸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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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如此，当时的政治压迫甚至还蔓延到了学术范围。蔡京在崇宁元年（1102）

七月拜相，是月禁元祐诸法，并设立“讲议司”，这个用来“讲议熙、丰已行法度

及神宗欲为而未暇者” (陈邦瞻, 1977：87)的机构。九月，更怂恿徽宗下诏，设

立元祐党人碑，规定入籍者不得与在京差遣。 (黄以周等, 2004：3764) 由于当时

的元祐党人大多年老，或着已逝世，因此，为了取得更大的实际意义，朝廷相继颁

布了相关诏令，进一步加强对元祐党人的禁锢。其中， 

 

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丁丑，诏：“邪说诐行，非先圣贤之书及元祐学术政事，

并勿施用。” 

崇宁二年（1103）三月乙酉，诏党人子弟毋至阙下。 

四月乙亥，诏毀范祖禹《唐鉴》及三苏、黄庭坚、秦观文集。 (陈邦瞻, 1977：

483-484) 

 

    如此一来，元祐党人之学术著作与文学作品都被禁毁了。从朝廷的这些措施来

看，无非是想彻底否定所谓“逆党”的一切思想学问和政事，避免其继续影响人心。 

(涂美云, 2012：342) 再来，禁止党人之子弟到阙下，也得以令旧党势力难以复起。

在新党所实施的步步禁锢下，足以显示出他们对于元祐党人之威胁性的戒惧。然而，

这样的学术禁锢也可说是对于文人的创作心血和思想精华的销毁。所以，面对文学

创作上的种种限制，苏辙若要以作品来抒发自己的感受势必更加困难。正因如此，

苏辙在晚年时期的作品才更显得可贵，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也势必更具有其丰富精彩

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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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苏辙的一生因为党争而有所起伏，这样的生活上的波折自然也造就了其

丰富人生阅历。然而，在苏辙的生平考察中，可发现他虽然身处逆境中，但是心态

上总是能很好地调适过来。所以，若将苏辙的每一次贬谪打击，视作其思想发展的

成长。那么，来到了晚年时期，从崇宁元年直到去世为止，可说其思想最后成熟的

阶段。所以，此时的苏辙在这个人生即将迈向终点的时刻，他对于自我人生感悟上

的思考也会达到一个更深刻的境界。而且，在这段晚年杜门不出的日子，苏辙几乎

杜绝了与外界的接触，专注致力于复理旧著。因此，在颖昌时期他的学术著作也得

到了系统性的总结。由此可见，晚年时期不仅仅是苏辙思想上再进阶的时期，更是

其学术著述的集大成时期。如此一来，相较起苏辙生平其他阶段，晚年时期的研究

价值则更为明显了。 

 

    纵观以上所言，以苏辙生平事迹，尤其是党争为主要依据，可将其生平概括成

五个阶段。其中，又以晚年时期最为重要。因为，在进入建中靖国元年（1101）至

政和二年（1112）这段晚年时期之前，苏辙先经历了其人生中最辛苦的一段贬谪岁

月。因此，可以了解到此时的苏辙在生活环境以及心态上与前期相比，是有所不同

的。此外，在不利的政治社会之下，苏辙身为旧党仅剩的人员之一，他采取了自己

独特的态度去应付当下的困境。这样心态上的变化以及其如何在逆境中自处的精神

都是极为值得去延伸探讨的。还有，晚年时期是其思想上最为成熟的阶段，这时不

但是苏辙学术著述上的总合时期，亦是其人生经验的总结阶段。所以，若要进行苏

辙研究，其晚年时期将是当中不可忽视的一章。其中，又以苏辙晚年时期所展现的

心态最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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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杜门中的心态变化 

 

    自建中靖国元年（1101）起，苏辙在任便居住之下，选择了颖昌作为闲居之地。

所以，在崇宁元年（1102）至政和二年（1112），长达将近十二年的岁月中，他都

在此卜居生活。通过苏辙此时的作品，可发现其闲居期间，主要都是杜门不出的。

然而，在这样逃避社会的生活方式之下，苏辙在晚年时期的心态反而是有所发展的。

在通过当时的作品，再加上徽宗持政年间的政治环境以及苏辙的个人际遇来更近一

步解析，就可以大致地把苏辙的晚年时期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而且，在不同的

时期，苏辙所显露出的心态也是不一样的。而这两个时期分别是从建中靖国元年

（1102）到崇宁五年（1106），这六年是为前期，而大观元年（1107）至政和二年

（1112），后六年则为后期。 

 

    首先，要更准确地将苏辙晚年时期做出分期，要从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手。从建

中靖国元年（1101）开始，随着徽宗对新党成员的明显重用，旧党成员的日子就越

来越难过了。特别是在蔡京拜相之后，对于元祐党人的政治迫害是一波波接踵而来

的。首先，第一步是对于旧党成员的连番追贬，这也就是崇宁党禁的开始。在建中

靖国时期，所谓“左不可用轼、辙，右不可用京、卞。” (黄以周等, 2004：639) 

由此可见，当时蔡氏兄弟以及苏氏兄弟可说是各为新旧党的主干。因此，当蔡京得

以重诏回京之时，当然也使旧党的局势趋向不利，苏氏兄弟必然首当其中。此时的

苏辙似乎早已看清局势，开始了其在颖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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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段日子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顺遂。来到崇宁年间，新党阵营

为了避免政权上的反复、杜绝后患，采取了三立党人碑的做法来加深对于旧党人员

的打压。第一次的立碑就在崇宁元年（1102）九月乙亥，御批付中书省：应系元祐

责籍并元符末叙复过当之人，各具元籍订姓名人数进入，诏苏辙等令三省籍记姓名，

不得与在京差遣。 (黄以周等, 2004：682-683) 此外，这些“奸党”的罪状还必

须刻石于端礼门，公告天下。这项措施的颁布为的就是确立元祐党人“不忠之臣”

的罪状，进而断绝他们参与政事的机会。由此可见，苏辙虽然早已闭门于颖昌，但

是依然离不开政治斗争的影响。这样的政局上的变化也对苏辙的心态带来了非常大

的影响。出于畏人畏事的心理，此时的苏辙甚至选择了独自迁居汝南避难。这时也

可说是苏辙人生中心态最为悲观的时期。 

 

    而第二次的立碑，就是在崇宁二年（1103）九月，新党成员认为“奸党姓名朝

廷虽尝行下，至于御笔刻石，则未尽知也”，遂请朝廷下诏“具列奸党，以御书刻

石端礼门姓名下；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以示万世。” (黄以周等, 

2004：733-734)在此来看，新党并不满足于单单确立元祐党人的罪状，而是希望能

进一步扩大元祐党人碑所能够影响的范围。此外，如同前文所述，同年，朝廷的禁

锢范围还延伸到了学术层面，四月，焚毁了三苏父子、黄庭坚以及秦观等人的文集。

所以，此时由蔡京为首所策划的政治迫害正在逐步升级，不但要元祐党人失去对于

当下朝政的影响力，还希望他们的学术思想不得流传出去。若以此恶劣政治环境为

据，不难理解苏辙独迁汝南之心态偏向颓然消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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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过了不足一年，崇宁三年(1104)六月，朝廷又下诏：“元符末奸党并通入

元祐籍，更不分三等，应系籍奸党已责降人，并各依旧，除今来入籍人数外，馀并

出籍。今后臣僚，更不得弹劾奏陈” (黄以周等, 2004：810)此次的党碑不仅人数

增加了三百馀人，而且还必须放置在文德殿门东壁，永为时代子孙所戒的。因此，

这次党争的祸害不止被定罪的人数越来越多，甚至还牵连了党员们的子孙。对于党

争之事，宋代学者王明清 (王明清, 2001：3897)在《玉照新志》中曾评道：“大

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其疚，悲夫！”由此可见，在当时各党之间对

付政敌的手段可说是愈加激烈的，元祐党人碑的设立表现出当时执政的新党成员对

于政敌的驱逐。面对了政治打击和学术之祸，此时的苏辙的心态自然也就以悲观郁

闷为主了。 

 

    在两年后，苏辙的生活情况迎来了重要的转机。主要是因为设立了数年的元祐

党人碑，在崇宁五年（1106）正月乙已，由于天象异变而被下旨除毁了。据《续资

治通鉴长编拾补》载： 

 

“诏：以星文变见，避正殿，损常膳，中外臣僚等并许直言朝廷阙失。”又诏：

“应元祐及元符末系籍人等，今既迁谪累年。已足惩戒，可复仕籍，许其自新。朝

堂刻石，已令除毁，如外处有奸党石刻，亦令除毁，今后更不许以前事弹纠，常令

御史台觉察，违者劾奏。” (黄以周等, 2004：868) 

 

在此来看，徽宗因为畏惧于天象的变化而下诏毁了石碑。然而，石碑的摧毁同时也

象征着新党对于旧党成员的报复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了。此时，苏辙 (1990：925)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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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感慨到：“蒙蒙三日雨，入土如膏流。二麦返生意，百草萌芽抽。”从这短短两

句诗可见，其情感真切、得雨之乐满溢。这种对于雨过天晴，万物重新萌芽之景的

描写仿佛也侧面反映出苏辙当时的心情。在政治情况的缓和之下，他紧绷的精神状

态似乎也得以暂时放松了，并且不再执着于党争时期所遭受的打击。 

 

    所以，在有所好转的政治背景为前提之下，来到大观元年时期，即是苏辙的晚

年后期，他的心态自然也产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大观二年（1108）正月，徽宗受八

宝于大庆殿，大赦天下。苏辙复朝议大夫，迁中大夫，皆有谢表并焚黄文。 (孔凡

礼, 2001：631) 徽宗这次颁诏大赦天下，基本上算是恢复了苏辙迁居汝南之前的

俸禄。虽然生活物质上依然贫乏，但是相比前期算是有改善了。之后，在同一年六

月，朝廷诏特授苏辙朝散大夫。 (曾枣庄、舒大刚, 2004：3119) 虽然得到了这个

散官职位，但是苏辙对仕途却不再眷恋了。因为，一来其年纪也大了，再说他也看

清了当下的局势。对此，苏辙 (1987：1473) 提到： 

 

“我穷本人穷，得饱天所畀。夺禄十五年，有田颍川涘。躬耕力不足，分获中自

愧。” 

 

在此来看，苏辙说明了自己生活环境一直都是比较清寒的。表明上是描述了苏辙好

不容易才得以在颖昌有自己的田地，却因为耕作能力的不足，未能得到很好收成的

惭愧之意。然而，这里其实也承载着苏辙不妄求，希望可以自食其力的想法。这首

诗写于大观二年（1108）复官之后，以此来推论，可看出大赦后的苏辙是无心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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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依然保持着杜门不出的卜居生活。而且，其大部分的心思可说是都投注在

主宰自身与家人温饱的田园生活之中了。 

 

    然而，无心当官，重返朝廷，并不等于对政治民生漠然。首先，闲居中的苏辙，

时常将自己归耕的日常生活融入了文学作品当中。其中作品大多以诗作为主。他晚

年闲居颖昌，身杂农牧，目睹田家艰辛，写过一些同情人民的作品，感情都是沉挚

痛切的。 (吕慧娟、刘波、卢达, 1997：96) 因此，在大观年间，苏辙所写的<买

炭>和<八玺>都是晚年时期少见的政治诗。由此可见，在政治环境的允许之下，他

虽然杜门不出，但是还是不失初心，敢于论政。以此可看出，苏辙当时的心态应该

是坦然磊落的，才会不畏言及心中的民生忧患。 

 

    此外，在晚年时期的苏辙，随着生活重心的转换，日子与心态都可说是逐渐趋

向闲适。所以，作品中也自然流露出平静的意味。此时的苏辙不但表现出了自适的

心态，也常常以作为老农而乐。在大观四年（1110），春节时分，春意盎然，苏辙

与外孙文九乐新春时，作了不少诗。其中，在<新春五绝·其五>里就提到： 

 

“雪覆西山三顷麦，一犁春雨祝天工。麦秋幸与人同饱，昔日黄门今老农。” (苏

辙, 1987：1487) 

 

前两句透露出当时的天公作美，春雪、春雨下得及时，这些都是对于麦收有利的。

后二句则称自己老农，并且感到庆幸得以参与收成的喜悦。在此看来，苏辙以老农

自比，将田园之乐为己之乐。一个昔日纵横官场的人，如今却可以放下身段，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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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自豪，这绝对是非一般文人学士所能办到的。在田园生活的熏陶下，此时的苏辙

在心态上似乎已经自我调适，逐渐逃离失意官场、饱受政治迫害的苦闷了。因此，

再加上苏辙的淡泊本性的驱使，他晚年后期末段的心态也返朴归真，回归淡然了。 

 

    总的来说，苏辙的作品并非件件都可见党争的影响，但是党争确实在他的作品

里烙下了深刻又清晰的痕迹。 (李佩如, 2005：131) 所以，依据当时政治局势的

更动，苏辙的晚年时期可被分为前后两期。一开始，由于党争祸害不断，所以对于

苏辙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因此，在晚年前期，即是崇宁年间，他的心态是偏向颓然

悲观的。之后，随着政治情况的好转，苏辙的待遇变好，他在晚年后期的主要心态

已经转变成淡然自适了。由此可见，可以清楚发现苏辙在晚年时期的心态是一个转

变过程的。因此，通过前后期的区分，可以更好地归纳出此时苏辙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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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晚年前期的苏辙 

 

    在蔡京等新党对朝政的把持下，元祐党人纷纷都遭受了激烈的打压。然而，他

们对于旧党成员的报复举动，不止于政治上的打压，还包含了文字方面的迫害。然

而，身为元祐党人之精神人物之一，苏辙自然劫数难逃。在经历了一段颠沛生涯后，

他最终选择了寓居颖昌来度过晚年时光。这样闭门度过余生的方式，正是其避祸的

方法。据《宋史》所载：其“筑室于许, 号颖滨遗老, 自作传万余言, 不复与人相

见, 终日默坐, 如是者几十年。” (脱脱, 1977：10835) 在这短短数十字中，就

足以道出了苏辙晚年生活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从建中靖国元年（1102）至政和

二年（1112），苏辙都是在闭门中度过的。然而，虽然此时在生活形式上比较单调，

但是因为政治环境的缘故，他在晚年前期以及后期的心态其实是有所转变的。因此，

若要还原其当时的精神面貌，势必得先随着时间的顺序，向其作品入手。因为，通

过当时的作品解析，再加上徽宗持政年间的政治环境以及个人际遇，苏辙的心态之

发展脉络便清晰可见。 

 

    此外，对于苏辙晚年时期卜居避祸的做法，学者也给予了自己的评价。如：近

代学者萧庆伟在《北宋新旧文学与党争》中，就提到了“颓然自废”乃是苏辙晚年

时期的主要心态。对此，他提出了负面的评价，认为苏辙因为无法正视内心对于政

事关心与否的矛盾挣扎，进而落入颓然消极的心态，晚年时期基本上都过着自我颓

废的生活。但是，在经过苏辙的作品分析后，发现这样的评价其实并不全面。究竟

苏辙这份颓然心态是否完全占据了其晚年时期的所有日子？还是随着时势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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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自然也有所不同？因此，本章将分为两个小节，以苏辙在晚年前期，即是建中

靖国元年（1101）至崇年五年（1106）所创作的作品为主要依据，来探究苏辙这段

期间的主要心态写照。 

 

第一节 “心似死灰 多事奚为”之颓然 

 

    如同前文所述，在崇宁年间，由于新党得志，旧党成员的处境可说是相当险峻

的。因为在当时，他们都不断地遭受到政治上的打压贬谪。再加上蔡京把持朝政的

操弄下，旧党成员不是远走避祸，就是早已亡佚。来到崇宁年间，元祐党人在此时

可说是已经仅剩无几。然而，随着年岁渐长的同时，苏辙也失去了其交游唱酬的对

象，特别是哥哥苏轼。一直以来，两兄弟在仕途上都是彼此最大的依靠。无论在人

生的高峰还是低潮，兄弟两人透过唱和诗互相安慰、开解。“宁知风雨夜，复此对

床眠”，正是兄弟两人深厚情谊的最佳写照。在建国靖中元年（1101）苏轼的逝世，

无疑对于苏辙来说是一项更重大的打击。因为，哥哥是苏辙最重要的精神寄托。所

以，在失去了互相安慰、扶持的对象后，也令苏辙在晚年时期的消极心情无处宣泄，

造就了他愈加内敛的个性。因此，步入迟暮之年的苏辙，在遭受了连番打击后，更

是愈加身心疲惫，也开始出现了畏人畏事的逃避心态。 

 

    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影响下，来到崇宁二年（1103），苏辙甚至独自迁居汝南来

避祸。据《苏辙年谱》所载：“崇宁二年（1103），姜唐佐自琼州来，正月，补兄

轼赠句赠唐佐，时迁汝南独居。” (孔凡礼, 2001：603) 其中，在苏辙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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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 所赠于唐佐诗中就有提到：“崇宁二月正月，随计过汝南，以此句相示”由

此可见，在崇宁二年正月。苏辙就独自一人到汝南去住了。之后，他也作有<迁居

汝南>一诗。其中，提及“亟逃颍州籍，来贯汝南户。妻孥不及将，童仆具樽俎。

身如孤栖鹊，夜起三绕树。”(苏辙, 1990：909) 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恐慌令苏

辙不得迁移避祸。他无暇顾及妻女，更无随从侍奉在侧，其独迁汝南之狼狈足以显

现出当时其境遇之窘迫。此时的苏辙就好像独自栖息的雀鸟般，心情漂泊、悲苦不

已。由此可见，他在汝南时的心情可说是异常沉重的。 

 

所以，通过苏辙的诗作解析，可以发现在晚年早期的一开始，他展现了少见的

消极悲观心态。其中，苏辙在作品中提及了自己的“颓然”心情。“颓然”一词主

要可见于苏辙在崇宁二年（1103）迁居于汝南时，所作的两首诗。第一首诗为〈癸

未生日〉，苏辙 (1990：911)写道： 

 

“我生本无生，安有六十五。生来逐世法，妄谓得此数。随流登中朝，失脚堕南土。

人言我当喜，亦言我当惧。我心终颓然，喜惧不入故。归来二顷田，且复种禾黍。

或疑颍川好，又使汝南去。汝南亦何为，均是食粟处。儿言生日至，可就瞿昙语。

平生不为恶，今日安所诉。老聃西入胡，孔子东归鲁。我命不在天，世人汝何预。” 

 

由此来看，苏辙对于自己当时的遭遇感到相当无奈。因此，在六十五岁生日的这天，

苏辙感慨到自己因为不是朝中的主流势力，才会遭受政治上的打击。此时独自避祸

于汝南中的苏辙，在心态上自然也是倍感无助的。所以，他写道“人言我当喜，亦

言我当惧”，可见苏辙当时对于社会上的任何风吹草动是非常敏感，甚至是感到畏



24 
 

惧的。苏辙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态是“我心终颓然，喜惧不入故”。以此来看，苏辙

认为自己当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遭遇，主要源头是来自于他人的言论。正因为新党

成员不断向朝廷进言，才会引发了崇宁党争。由于对党争祸害的顾虑，苏辙才会在

汝南过着孤苦的日子。因此，在这样的负面情绪笼罩下，苏辙心态也愈加悲观颓然

了。 

 

    之后，由于政治环境一直未见好转，苏辙为了自保，独自在汝南住了将近一年

的时间。那一年的重阳节，苏辙 (1990：916)在<九日三首>中写道： 

 

早岁寡欢意，衰年仍病缠。客居逢九日，斗酒破千钱。萸菊惊秋晚，儿孙慰目前。

登高懒不出，多酌任颓然。狂夫老无赖，见逐便忘归。小酌还成醉，侨居不觉非。

妻孥应念我，风雨未缝衣。忧患十年足，何时赋式微。黄菊与秋竞，白须随日添。

时人知不憙，野老未相嫌。但酌清樽尽，犹存薄俸沾。日西闻客至，更问酒家帘。 

 

在此来看，苏辙的心情依然没有从党争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认为自己早年时期，

鲜少欢乐顺意的事情，甚至来到了晚年也还得与病痛继续纠缠。这里的病并不单纯

指身上的病痛，也指其心里的不舒畅。此时，苏辙的颓然消极心情似乎更加深刻了。

适逢重阳佳节，他在小酌后，情绪却没有放松。反而，发出了“登高懒不出，多酌

任颓然”的感慨。借此可看出，苏辙当时的意志消极，无论是行动上或是心态上，

都以颓废慵懒为主。因为，由于党争的影响，算上之前颠沛流离的贬谪日子，在寓

居之前，苏辙已经过了将近十年身处忧患的日子了。然而，这样的日子却还看不到

尽头。由此可见，苏辙当时的生活素质也是比较贫乏的。因为在多番贬谪之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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辙所能得的自然只剩下薄俸。政途失意之时，苏辙还得为现实生活需求伤神。所以，

在多方的负面因素的影响之下，此时可说是苏辙人生中最悲苦的时期。他当时不但

心态消极，甚至达到了“心似死灰” (苏辙, 1990：915)的程度。 

 

    然而，对于苏辙这一类有别于前期，不时表露出悲观颓然心态的诗作，两位近

代研究北宋党争与文人关系的学者在解读后，都不约而同地给予了偏向负面的评价。

他们将在北宋党争的影响下的文人群体心态做出分类，以苏轼、苏辙以及秦观为主

要对象来进行论述。其中，沈松勤在《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就将当时深受党争影响

的士人心态分成了两种主要类别。其一是、自我镇定的人生哲学，以苏轼为代表；

其二则是、悲苦不振的人生哀叹。以苏辙和秦观为代表。他提到： 

 

“苏辙是元祐党魁之一，绍圣元年，贬知汝州，旋谪筠州，继贬雷州，再谪循州，

凡七年，此为贬谪时期；遇赦内徙，寓居颖昌，直至去世，凡十三年，此为闲居时

期。其悲苦不振，哀叹人生，主要是在这二十年间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不过，与秦

观相比，苏辙的悲苦不振是以“颓然自放”，委顿自弃为特征的。” (沈松勤, 

1998：358) 

 

由此可见，沈松勤认为虽然同是悲苦为主，但是与秦观相比，苏辙却是多了一份颓

然自放。在他看来，苏辙晚年时期过分沉迷佛老之学，因而导致其常常保持“心终

颓然”、“心似死灰”。这些都是失去了现实生活的信心而委顿自弃的表现，与苏

轼在党锢中历经劫难，越热恋人生的回机向上，判若两域。 (沈松勤, 1998：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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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同样地，另一位学者萧庆伟在其所著的《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中，也给予

了相似的评价。他指出： 

 

“颓然自废这种心态以苏辙最有代表性。它介于秦观的悲苦和苏轼的超然之间。秦

观、苏轼、苏辙同遇放逐，亦皆以佛道自遣，……苏辙则无论是迁谪还是闲居，始

终沉迷佛老之境，虽亦得“闲放”之旨，然旷达不及乃兄苏轼，而颓废则远远过

之。” (萧庆伟, 2001：162) 

 

在此看来，萧庆伟对于晚年时期的苏辙所作出的结论，与沈松勤相似。他认为苏辙

晚年时期耽于佛老之境，不能自拔，故其超然之中却又透露出一种低沉颓废的格调。 

(萧庆伟, 2001：163-167) 晚年时期更是趋向极端化，而苏辙的人格不具魅力，即

与此有关。 

 

    其实，无论是“颓然自废”还是“委顿自弃”，在此都可以看出两位学者对于

苏辙晚年时期的人生态度都是不认同的。他们认为他自暴自弃，放任自己深陷于消

极的情绪当中。因此，才会陷入“悲苦不振的人生哀叹”。但是，这样的评价对于

苏辙来说其实是有待商榷的。因为，两位学者同样地都是以苏辙和苏轼的对比为前

提，以苏辙之颓然和苏轼之超然作为结论。进而再以两者之间境界高低之分，来推

论出晚年时期苏辙的精神面貌远远不如苏轼。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从苏辙在崇宁

二年（1103）时所作的那三首诗中，可看出他当时的主要心态确实是以“颓然”为

主。特别是在独自迁居汝南后，他的消极情绪尤其明显。苏辙在这段时间里，显然

是深受党争迫害所困，无论是行动上或精神上都无法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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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闲居玩草木，农圃即师友”之悠然 

 

    虽然在苏辙于崇宁二年（1103）的作品中，看到了他悲苦不堪的颓然心态。但

是，苏辙是否就如近代两位学者所说，在晚年时期里一直都深陷于消极的人生哀叹

中呢？在经过苏辙作品的整理，可发现他的心态发展其实是有所改变的。虽然日子

依旧孤寂，但是在平静生活的熏陶下，苏辙的情绪随着时间的过去，也愈加平静了。

一开始，苏辙迁居汝南为的就是避祸，无奈党锢迫害却还是持续不断。所以，他认

为不管身在何方，当时政治所带来的威胁都是会存在的。因此，苏辙心念一转，决

定再次闭门于颖昌。 

 

    于是，在崇宁三年（1104）正月，苏辙离开汝南重返颖昌。当时，他藉由<还

颖川>一诗感慨道： 

 

“昔贤仕不遇，避世游金马。嗟我独何为，不容在田野。欹区寄汝南，落泊反长社。

东西俱畏人，何适可安者。故庐已荆榛，遗垅但松槚。颓龄迫衰暮，旧物一已舍。

安能为妻孥，辛苦问田舍。平生事瞿昙，心外知皆假。归休得溟渤，坐受百川泻。

何人实造物，未听相陶冶。” (苏辙, 1990：919) 

 

借此，可看出苏辙认为自己在经历如此颠沛落魄的仕途后，不但于政场失去了立足

之地，竟然连退隐山野亦无其容身之处。所以，他认为既然早已无处容身，那么无

论是居住在汝南，或者颖昌，都没有任何差别的。再加上两地之间的生活环境，也

是相当类似，都是落魄艰苦的。所以，既然“东西俱畏人”，那么“何适可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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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也就想通了以当时政治局势之险恶来说，其实无论他居住在何处，也不能担保

其安全。既然如此，独居汝南以避祸也就没有意义了。而且，苏辙的年纪也渐渐老

迈，剩下的日子里倒不如与妻儿共度，投身田园来照顾他们的温饱。此诗中也颇有

一番对于人生无常，理应追求自适自得的感悟。所以，最后苏辙决定重返颖昌，继

续过着杜门不出的生活。而这次的闭门，也就是他人生中最后的一段岁月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崇宁党争的形势逐渐变得更明朗了。在崇宁五年（1106），

由于星象的变化，徽宗下令摧毁元祐党人碑。虽然党人碑的销毁并不等同于完全消

除苏辙的罪名。但是，对他而言，至少也缓和了新党的连续迫害行动。因此，随着

党祸的危害降低，苏辙的心情似乎也慢慢地从颓然消极转变成了安然自适。是年，

他写了<闲居五咏> (苏辙, 1990：933)，此诗内容主要分咏杜门、坐忘、读书、买

宅、移竹五事，概括了他当时的闲居生活的实况。诗中写道： 

 

可怜杜门久，不觉杜门非。床锐日日销，髀肉年年肥。眼暗书罢读，肺病酒亦稀。

经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视听了不昧，色声久已微。终然浑为一，莫言我无归。 

少年常病肺，纳息肺自敛。灵液洗昏烦，百药无此验。尔来观坐忘，一语顿非渐。

道妙有至力，端能破诸暗，跏趺百无营，纯白乃受染。至人不妄言，此说岂吾僭。 

习气不易除，书魔闲即至。图史纷满前，展卷辄忘睡。古今浩无垠，得失同一轨。

前人已不悟，今人复如此。愍然嫠妇忧，嗟哉肉食鄙。掩卷勿重陈，恸哭伤人气。 

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东家欲迁去，余积尚可捐。一费岂不病，百口傥获安。

田家伐榆枣，赋役输缗钱。长大可双栋，琐细堪尺椽。生理付儿曹，老幸食且眠。 

前年买南园，本为一亩竹。稍去千百竿，欲广西南屋。本心初不尔，百口居未足。

黾勉斤斧余，惭愧琅玕绿。东园有余地，补种何年复。凛凛岁寒姿，余木非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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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首先在<杜门>中可以看出苏辙当时的生活处境，可说是日复一日，

枯燥乏味的。有别于早期的身处官场时期的忙碌，“经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

就是他此时的现实写照。如此看来，苏辙由于仕途上的不遇，不仅自己消极逃避，

甚至终年不与外界往来，不再关注社会上的政治动态。这样的自我封闭，自然也让

苏辙晚年生活添上了更多的孤寂悲苦。然而，虽然日子困苦，但是他在心态上还是

进行自我调适。政治上的更动，看多听久，也就适应了。在减少交游后，他亦看透

了世态，外界的纷扰对他而言，就如云淡风轻地过眼云烟而已。诗中不但反映出了

他当时的生活环境，还说明他心态上的自适。 

 

    之后，借由<坐忘>，苏辙讲述了学道的方法。坐忘一词出自《庄子》。在<大

宗师>篇里提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说明忘

却了自己外在的躯壳，摆脱了形体上的束缚，达到了与道相通的境界，这样就叫做

坐忘。 (曹础基, 2000：107) 坐忘不仅仅是一种静坐的姿态，更是一种欲达至心

境恬然、平静无为境界的修行。苏辙指出在修行后，就能感受“道妙有至力，端能

破诸暗”的力量，说明了他认为在领悟了道家学说之玄妙后，就能破除心中一切的

不快。而“至人不妄言，此说岂吾僭”二句中所提及的“至人”，是庄子逍遥游中

提到的崇高人格之典范。然而，回到本质上，道家所强调的是人必须顺应自然，适

其本性，才能超越、解脱“小我”。这样才能达至“无我”的最高境界。而在这当

中，又必须先经由“忘我”的过程。“坐忘”正是这个过程中必须的修行功夫。所

以，人必须先学着放下执着，才能摆脱心灵上的束缚。在此来看，不仅可发现苏辙

对于修行功夫的了解，还看出他当时在道家学说的陶冶下，人生境界也得到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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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坐忘之外，苏辙修身养性的方法还包括了读书。然而，在读书之余，苏辙

也从中得出了不少感悟。在<读书>，他先是说明了读书是必须依靠累积才会有成效

的。因此，这项习惯是万万不能除的。在读过前人的著作后，苏辙认为古今之变虽

然看似无常，但是其实当中的盛衰成败还是依循着一定规律的。所以，对于人生中

的得失，也不须太过在意，这只不过是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一环而已，无须“恸哭伤

人气。”要知道，作家诗文创作中的集大成有赖于学问，而当时人们所说的学问要

落实在读书穷理和心性修养两个方面。 (张毅, 1995：107) 由此可见，此时的苏

辙虽然身处于孤苦的卜居日子里，但是通过坐忘和读书来修养身心，心态上自然也

不见前期的颓然，反而趋向回归平静，闲适自得。 

 

此外，在苏辙的闲居生活中，还可看见他生活重心的转移。一开始因为要避免

党争的祸害，苏辙在卜居后就谢绝了自己和外界的交流。因此，他此时的生活目标

自然就以治理家园为主。所以，在<买宅>这首诗里，苏辙主要描述了自己买房子的

过程。从中，可看出苏辙之所以要买宅主要原因是为了安定家中百口的生活。从这

个举动，亦可了解到苏辙决定举家定居于颖昌的决心。对于当时的生活环境，苏辙

是感到满意的。他非常庆幸自己可以“生理付儿曹，老幸食且眠。”由此可见，来

到崇宁五年（1106），政治情况的缓和，让苏辙的心态随之稳定安逸下来。 

 

而<移竹>一诗，则是苏辙寄情花木的缩影。这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

蕴含了苏辙的真实性情。诗中的内容主要是记述了有关移竹过程的生活琐事。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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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的“凛凛岁寒姿，余木非此族”二句，却是借由对于竹岁寒之姿的钟爱，来寄

托自己的不屈精神。这里，苏辙所带出的心情是正面潇洒的。他曾说道：“养竹如

养人” (苏辙, 1990, 页 926)，所以竹子的清高淡泊特性就好像他人生中所追求，

并且希望达成的目标。在此，苏辙借由花木立论之举也颇有一番悠然自得的韵味。 

 

    以这六首诗来看，晚年前期的后半段日子里，苏辙的心态可以说是从颓然转换

成了安然。诗歌与文人的日常生活、生命体验、个性人格是紧密地融为一体的。 

(王水照, 1997：68) 首先，在<还颍川>一诗中，可明显看到苏辙对于世态变化的

了然。因此，他决定回归颖昌与家人同住。而这份看透世事的通明心思，也自然地

让苏辙的心态上趋向平静。而从<闲居五咏>中，则了解到苏辙运用了日常生活的内

容作为作品的主要思想内涵之馀，他的创作与生活都一起归于平静了。在这段平静

自适的岁月中，自然可以看出苏辙的恬然心态。若顺着创作时间来阅读苏辙的作品，

可以发现在崇宁年间，他的心态是有所发展的。从一开始，因为元祐党人碑的建立

和崇宁学禁等等政治上的迫害，苏辙在晚年前期的心态是以颓然消极为主的。特别

是在崇宁二年（1103）独迁汝南之时，那时可说是苏辙人生中情绪上最低潮的时光。

然而，在汝南独自居住了一年后，发现苏辙在心境上有所成长了。因此，从崇宁五

年（1106）的作品来看，可得知由于政治局势的明朗，再加上自身生活重心的转移，

晚年前期的苏辙显然是成功地逐渐摆脱了颓然消极的心情，放下了精神上的悲苦束

缚。从而，迈向悠然自适之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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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晚年后期的苏辙 

 

    在苏辙晚年前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在不同阶段展现了不一样的主要

心态。首先，在政治环境的影响下，苏辙一开始在杜门不出的日子里的心情是颓然

消极的。但是，他并没有让自己持续颓废下去，反而是醉心于在日常生活中修身养

性，并且达到了心境上的自我调适。田园人家的质朴，农事工作的繁多，渐渐消除

了苏辙心中的郁闷。经过这样的生活形式上的转变，令苏辙得到了自我沉淀的机会。

因此，他的作品和生活都趋向了平静自适。宋诗中不仅悲哀题材的作品少，即使表

现悲哀，也能够客观、冷静地对待。在理性的逻辑之中，依然透露出希望之光。 

(季羡林, 2001：215) 苏辙此时的诗作，恰好展现了这样的的特色。通过苏辙晚年

后期的作品，不但可看出他那份身处逆境中的从容自得，也可了解到他当时悠然自

适的心情。 

 

    因此，在踏入晚年后期后，随着徽宗得八玺而大赦天下，苏辙在大观年间

（1107-1110）恢复了官职，并且赐还了在贬谪之前的俸禄官爵。这样一来，也减

轻了苏辙不少生活上的压力。所以，在这样有所好转的生活环境中，比起晚年前期，

苏辙的心态自然也有所转变。其中，两首晚年时期少见的政治诗，就是这个时期的

创作。再来，经过苏辙的作品分析后，会发觉他总是可以在波折中自适自得、保全

其身，甚至是在晚年时期也不例外。所以，把政和年间的作品作为基本依据，可了

解到人生中的最后日子里，苏辙反而展现出了他一贯的淡泊本性。对此，苏轼 

(1986：2296)曾言：“子由之达，该自幼而然。”，在哥哥眼中苏辙自小性情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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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旷达。同期的张耒 (1990：397) 亦说过苏辙可以达到“是非袖手独超然”的境

界。所以，有了这样与生俱来的旷达本性的苏辙，在晚年后期又会展现出怎么样的

最终心态呢？在此，本章将分为两节，第一节将以苏辙在大观年间的两首政治诗，

来探析其悠然之后的心态变化。而第二节则将以政和年间(1111-1112) 的作品来解

析出苏辙晚年时期的最后心境取向。 

 

第一节  “我老或不及，预为子孙惧”之坦然 

 

    在大观元年（1107），蔡京再相。然而，这件事情并没有对于元祐党人带来不

好的影响。因为，根据徐度在《却扫篇》中所提到：“崇宁初，蔡太师持“绍述”

之说为相，既悉取元祐廷臣及元符末上书论新法之人，指为谤讪而投窜之，又籍其

名氏，刻之于石，谓之党籍碑，且将世世锢其子孙。其后再相也„„叶左丞为祠部

郎，从容谓之曰：“梦得闻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今举籍上书之人名氏刻之于石

以昭示来世，恐非所以彰先帝之圣德也。”蔡大感寤，其后党禁稍弛而碑竟仆焉。” 

(王云五主编, 1935：190-191)的情形，可发现当时在叶梦得的进谏下，蔡京也认

同了他的看法，因而对于元祐党禁有所松弛。作为当时仅剩不多的元祐党人之一，

在这一年，苏辙终于可以减轻党禁带来的心理负担和生命威胁了。对此，朱弁 

(2002：166)《曲洧旧闻》亦有提及：“京再做相，子由独免外徙。”所以，在苏

辙晚年后期的开端，随着党争迫害强度的降低，他的生活环境可说是逐渐好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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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入仕以来，苏辙的作品一直都是以散文为主。文章存者不少，最见功力者

对此，是政论和史论，《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贴切。 (郭预衡, 

2000：523) 此外，倪志间 (2001, 页 318)在《中国散文演进史》中指出：“其所

作叙事不及议论，辨明古今治乱得失，一出之坦荡，抑扬爽朗而不为艰滞。”由此

可见，在仕途中的苏辙一直对于政论都有独到见解，甚至对于权臣也敢于批评，正

气凌然。但是，来到了晚年时期，可发现苏辙此时的作品多为诗歌，而风格也内敛

含蓄，少了早期的虎虎生风的政治抱负。然而，在大观元年（1107），也许是党争

的禁锢放松了，在心境上悠然自适的苏辙，此时却罕有地写下了直刺当时之政的政

治诗。由此可见，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苏辙的心态也随之改变了。生活待遇的明

朗化让此时的苏辙在心态上更加坦然自处了。 

 

    首先，苏辙藉由<买炭>诗，表达了忧患民生之情。然而，若更进一步地解读这

首诗，可发现其中蕴含了政治隐喻，带出了对于当权者的批评： 

 

“苦寒搜病骨，丝纩莫能御。析薪燎枯竹，勃郁烟充宇。西山古松栎，材大招斤斧。

根槎委溪谷，龙伏熊虎踞。挑抉靡遗余，陶穴付一炬。积火变深黳，牙角犹愤怒。

老翁睡破毡，正昼出无屦。百钱不满篮，一坐幸至暮。御炉岁增贡，圆直中常度。

闾阎不敢售，根节姑付汝。升平百年后，地力已难富。知夸不知啬，俯首欲谁诉。

百物今尽然，岂为一炭故。我老或不及，预为子孙惧。” (苏辙, 栾城集, 1987：

1465) 

 

    在此，苏辙藉由朝廷与卖炭者之间的买卖来带出他对于朝廷奢侈之风的不满。

首先，在诗的前半部，苏辙强调制作炭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不但获取材料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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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制作过程中还得忍受高温的煎熬。只是，与其辛苦付出相比，这份工作所获

得的回报是不成正比的，“老翁睡破毡，正昼出无屦。百钱不满篮，一坐幸至暮。”

卖炭者还是过着清苦的生活。这些都是因为“御炉岁增贡，圆直中常度。闾阎不敢

售，根节姑付汝。”当时的朝廷对于炭的需求量不止日益增加，还要求人民把所烧

出的炭连根节都供上。对此，苏辙不免感慨当时执政者，只顾自己的利益，对于地

方管治上，不但不事生产，还持续索取。这股不良风气已经蔓延到全国各个领域了，

令他不得不为后世子孙感到担忧。在此，苏辙充分地表现出了在朝廷索取之风盛行

的情形下，其对于人民的将来之深刻忧虑。近代学者孔凡礼在其论文中提到：“在

苏辙同时代的作品中，没有一首诗像他这样深刻地讽喻朝政的。” (孔凡礼, 2000：

30) 由此来看，苏辙对于当时社会动态是随时保持关注的。杜门自保的生活，自适

其乐的精神追求皆不等于他将会对于政事漠然。反之，此时的苏辙心态坦然，乐于

将自己亲眼所见的现实寄托在作品当中。可见来到晚年后期，苏辙渐渐地不在拘泥

于党争旋涡中，反而重拾自我，无所顾忌地面对生活。 

 

另外，依据近代学者朱刚 (2005，55)的研究成果，苏辙在颖昌时，其诗作的

题目偏好清楚标示创作时间。其中，他晚年时期的诗题常常标明自己的生日，或者

记录日期与各种节气。仅以《栾城后集》卷三为例，此卷存诗 70 首，而标明时间

的就有将近 20 首，其他卷中也大致如此。由此可见，苏辙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对

此，朱刚认为苏辙在此借用了春秋的笔法，《春秋》以年系月，以月系日，断礼义

而见诸事实。进而推断出苏辙此时的作品的表层意义为忧农，其深层意义是喻政，

特别是对于当时执政者的否定。这份对于民生生活的关怀，让苏辙突破了自己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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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敛，于是就出现了直接批判当时朝政的作品。在大观二年（1108），苏辙 (苏

辙,1987：1471)也写了一首<八玺>诗来说明徽宗朝政治的不足。 

 

那年正月，徽宗受八宝于大庆殿，大赦天下，苏辙也因此得以复官。而在<八

玺>诗中所提及的八玺，就是这八宝。苏辙藉由八玺立论，来反映出当时徽宗政治

的弊端。诗中写道： 

 

“秦人一玺十五城，百二十城当八玺。元日临轩组绶新，君臣相顾无穷喜。九鼎峥

嵘夏禹余，八玺错落古所无。古人鄙陋今人笑，父老不惯空惊呼。” 

 

首二句是说明了八玺的贵重。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司马迁, 1959：2439)

所载：“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

璧。”秦王听说赵王得到了闻名天下的何氏壁后，表示要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然

而，秦王的诡计被却被蔺相如识破了，最后这项交易也没有进行。在此，苏辙以和

氏璧的贵重衬托出八玺的价值。据陆游 (1997：211)所著的《家世旧闻》所载：

“先君言：玉玺，旧有六而已， „„至绍圣末，得秦玺，青玉也，文曰“受命于

天，既寿永昌”，故改元元符。崇宁中，又获一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亿，永

无极”，莫知何代物。”在宋代自开国以来，原本只有六玺，然而在哲宗时期，得

到了一枚秦代的玉玺，之后，徽宗之时，又再得一枚不知为何代的玺。这八枚玺原

本“皆朴质，亦不甚大”，然而，蔡京为了迎合徽宗好奢华的习性，在得到徽宗的

同意后，就另外寻找了八块质量高的美玉，把八玺的文字重新刻印上去。并且，在

八玺制成之时，为了宣示皇权大事庆祝。由此可见，为了制作这八玺，多少财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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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注在内了。所以，苏辙在此强调了八玺的贵重，是为了凸显出徽宗之政的铺张浪

费。 

 

之后，苏辙藉由夏禹时期的九鼎与徽宗这八玺的对比，将两者并列比美，说明

给人的印象是昔日的夏禹就等同于今日的徽宗。之后，诗末两句“古人鄙陋今人笑，

父老不惯空惊呼”先是将夏禹之后，徽宗之前的古人痛痛都归去鄙陋，而以徽宗直

接继承夏禹，并且以此自豪。 (孔凡礼，1999：28) 最后一句则是描述了父老们对

于这项荒谬言论的无所适从，纷纷惊呼不已。在此，苏辙借古讽今，以夏禹之伟大

反衬出徽宗之不足。之后，更以父老的惊呼来带出百姓对于统治者罔顾民意，奢华

浪费的不满。此外，亦可看出对于当时官员为了讨好徽宗，助长其骄奢作风的批评，

尤其是蔡京。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载：“京务兴事功，穷极奢侈，以蠹国之财赋。

专事声色，起土木，运花石，以媚惑人主。” (徐梦莘, 1987：372)由此可见，蔡

京是一个奢侈谄媚的人。而且，在蔡京的私心下，自他拜相以来，就对元祐党人穷

追猛打，禁锢不断。所以，对苏辙而言，对于此人祸国殃民之所为，自然会感到不

满。对此，孔凡礼先生认为：“这首诗的主旨，归根究底，任然是讽刺” (孔凡礼, 

1999：28)这是一首政治诗，苏辙要讽刺不止是徽宗政治的腐败，还有蔡京这种只

懂得阿谀奉承之辈。在此可看出，苏辙当时的心态是坦然磊落的。他没有任何顾虑

地将自己对于朝廷的不满和民生的忧患都写在诗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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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大观年间，苏辙可说是几乎脱离了仕途不顺的颓然。并且，从悠然的

生活中，加深自我生命的思考，再坦然地面对生活。而在苏辙 (苏辙，1987：1471) 

同年的<读旧诗>中，也可发现坦然心态的痕迹： 

 

“早岁吟哦已有诗，年来七十未全衰。开编一笑恍如梦，闭目徐思定是谁。敌手一

时无复在，赏音他日更难期。老人不用多言语，一点空明万法师。” 

 

此诗主要内容是关于苏辙在阅读了自己以前的诗作后所产生的感悟。在诗中，苏辙

先回忆起自己的创作过程，说明自年少时期，就开始写诗了。然而，在“开编一笑

恍如梦，闭目徐思定是谁”这两句诗则将苏辙在阅读了自己的旧诗后之感慨表露无

疑。之前作品在此时苏辙的眼里，恍如梦般的虚无缥缈，甚至风格也呈现出令他不

禁定神回想的陌生感。在此，苏辙感叹的不只是因为卜居已久而改变的诗风，更多

的是对于自己人生遭遇的感慨。在苏辙写这首诗时，苏轼、黄庭坚、秦观、陈师道

均以去世，文坛暂时趋于沉寂，因此，他才发出“敌手一时无复在，赏音他日更难

期”的感叹。 (曾枣庄, 1985：227) 虽然，杜门不出的生活造就了失去交游对象，

无法抒发自我情感的困境，但是，对此时的苏辙而言，“一点空明万法师”，藉由

佛理自遣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由此可见，来到晚年后期，苏辙对于早期坎坷人

生的释然，并且展现出了坦然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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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之淡然 

 

来到晚年期间的最后阶段，在政和二年（1112），苏辙以中大夫转大中大夫致

世，以疾告老于朝。虽然他在大观年间得以复官，但是却还是始终都闲居在颖昌。

由此可见，他早已对功名利禄不感兴趣了。据《宋史》所载：“辙性沉静简洁，为

文汪洋淡泊，似其为人，不顾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

迫。” (脱脱, 1977：10835) 然而，晚年时期的苏辙，不论是其人或是其文，与

前期相比，对人对事都依旧保持淡然。虽然，本质上的差异不大，但是其人生哲学，

精神面貌反而更加有所升华。也许正是因为这股汪洋淡泊的本性，苏辙在晚年时期

才没有陷入颓然自废，反而在去世之前，恢复了其淡然的本性之外，精神面貌还进

一步得到升华。 

 

    若要更了解苏辙的本性，需从其父兄方面着手。比如，父亲苏洵 (苏洵, 1993：

414)就曾作有<名二子说>一诗来说明自己为儿子命名的原因：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

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

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在此诗，苏洵以两子的名字为铺叙，主要是要带出对他们做人处事方面的教诲。对

于苏轼，苏洵希望他可以如车的轼般，虽然有关键的影响力，但千万不要锋芒太露。

而对于苏辙，他深明自己儿子淡泊平静的个性，认为虽然人生中没有什么大福，但



40 
 

是，却能免于灾祸。因此，他也认为苏辙是能够在祸福之间皆安然无恙的。这样的

说法恰巧和苏氏兄弟长大后的经历相符。苏轼在仕途上，由于锋芒太露，在党争时

期不知道自保，最终落得颠沛坎坷。反之，苏辙在仕途上一直谨言慎行，表现不过

不失，在晚年时期，面对黑暗的政治环境，懂得杜门自保，过着平静的归耕日子。

由此可见，苏洵对于两个儿子的性格可说是了解地非常透彻，所以，二子后来的发

展才会与其所预计的相似。 

 

此外，在苏轼的眼中，他对于苏辙在逆境中的调适能力是大为赞赏的。在与友

人的书信来往中，可看出他极为羡慕苏辙的“学道有成”。在与王定国书云：“子

由不住得书，极自适，道气有成矣” (苏轼, 1986：1531)而在与张耒的书信中亦

有提及：“子由在筠，甚自适，养气存神，几于有成，吾济殆不如也。” (苏轼, 

1986：1538) 由此可见，苏轼认为苏辙在筠州期间，虽然仕途上不遇，但是他可以

平静地埋首学术研究，日子还过得颇为自适。这点，对于性情豪放的苏轼而言，是

其难以达到的境界。所以，苏轼常常说苏辙的修养高于他，就是因为苏辙能够“独

存”，而他自己则不耐“独存”的枯槁，不免于“寓”。在此，所指的“独存”就

是真正高明的人，可以不假于外物，无所“寓”而保持其性灵的，达到可以不“寓”

而自“存”的境界。 (王水照、朱刚, 2004：490) 然而，从苏辙晚年时期所展现

的精神面貌来看，他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确实能够保持心境平和，甚至自适自乐。

由此可见，如苏轼所说的，苏辙的人格修养是相当高的。从父兄的论述中，可以发

现苏辙在颖昌时期能够适其自然，闲适度日，与其天生的沉着本性是脱不了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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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随着生活环境的逐渐好转，苏辙在晚年时期才可以保持自己的本心，维持一

贯质朴的性情，过着闲适淡然的日子。 

 

    苏辙晚年卜居颖昌十二载，期间与早期不同，当时所留下的作品多为诗歌。这

段时期可说是苏辙诗歌作品的盛产期。虽然苏辙的诗歌风格淡然，情绪波动不明显，

但是，因为这样朴实的本质，反而让人读后容易不禁陷入深思，引起深入琢磨的兴

趣。比如说，在政和元年（1111）所作的<秋稼>诗末中云：“我愿人心似天意，爱

惜老弱怜孤贫。古来尧舜知有否，诗书到此皆空文。”（苏辙，1987:1503）此诗

的前半部是说明了虽然秋稼丰收，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穷边逃卒到处满，烧场入

室才逡巡。县符星火杂鞭箠，解衣乞与犹怒嗔。”农家依然不得安宁。于是，苏辙

在诗末前二句中坦露出自己期盼农民之苦能得到怜惜。这里所带出的如此真切之恳

求，自然也具有触动人心的力量。另外，诗末的最后两句也表现出苏辙由今疑及古，

思想在日常现实生活有所突破。因此，可以说苏辙的诗作之境界是平淡有味，引人

深思的。 

 

所以，对于苏辙的诗歌，学者们也有相似的评价。比如：陈汙 (曾枣庄、舒大

刚，2001：546)在《宋十五家诗选·栾城诗选》中云:“栾城诗冲淡雅洁，如姑溪

仙姿，有亭亭遗世之姿，非凡尘所能仿佛，与长公真堪仲伯”。而《载酒园诗话》

亦云: “栾城身份气概总不如兄，然潇洒俊逸，于雄姿英发中，兼有醇酵饮人之致，

虽亦远于唐音，实是宋诗之可喜者。” (郭绍虞，1983：389) 毛瀚《论蜀诗绝

句·苏子由》云:“颖滨平淡有天工，端和庐陵在下风” (曾枣庄、舒大刚，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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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丘晋成《论蜀诗绝句》云：“颖滨遗集署栾城，诗味都从静淡生”。 (曾枣

庄、舒大刚，2001：548) 总的来说，姑且不将苏辙的诗作与其哥哥苏轼分出高低，

他的作品还是具有自己的风格的，就是平淡自然，用笔老到。藉此，亦可看出其平

静闲适之心态。由此可见，无论是其人或者其文，在晚年时期本质上还是一如既往

地内敛恬然。但是，在这份淡然闲适的心境之下，丰富的人生阅历还是将他的精神

面貌提升至更高的境界了。 

 

回首在颖昌这段日子，对于党争所带来的政治迫害，苏辙从一开始的颓然消极，

渐渐地转为淡然处之。其中，藉由生活重心的改变，他从颓然中振作，进而展现了

悠然自得的心态。之后，随着苏辙复官，自然也标示着党祸迫害的远离。此时的苏

辙的心态不但变得坦然，并且还拥有了恢复初心的勇气。最后，再加上个人汪洋淡

泊的本性使然，他调适了自己的心境，并且迈向了更高的精神境界。举例来说，在

政和元年（1111），七十三岁时，他作出了<卜居赋（并引）> (苏辙，1987：

1523)。在引言中，他提及自己为何要卜居颖昌的原因，说明两代人卜居不果的情

况。然而，对于自己的颠簸仕途，他记录道： 

 

“予初临汝，不数月而南迁。道出颍川，顾犹有后忧，乃留一子居焉，曰：“姑糊口

于是。”既而自筠迁雷，自雷迁循，凡七年而归。” 

 

在这里，苏辙只用了短短两句就将自己大半生的仕途作出了总结。其中，对于

早期如：元祐变法时期的政治情况是一概不载的。之后，在正文中花了大段篇幅来

交代自己择居颖昌和思归眉山的复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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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将卜居，居于何所？西望吾乡，山谷重阻。兄弟沦丧，顾有诸子。吾将归居，归

与谁处？寄籍颍川，筑室耕田。食粟饮水，若将终焉。念我先君，昔有遗言。父子相

从，归安老泉。阅岁四十，松竹森然。诸子送我，历井扪天。汝不忘我，我不忘先。

庶几百年，归扫故阡。” 

 

    只是，这个心中日思夜想的故乡却是“势不能返”的，因此，他只能寄望死后

得以安葬于家乡。在此，可反映出苏辙当时所面对的政治环境是对其极为不利的。

因此，在杜门自保的同时，苏辙就开始藉由佛老思想来追求心情上的旷达： 

 

“我师孔公，师其致一。亦入瞿昙，老聃之室。此心皎然，与物皆寂。身则有尽，惟

心不没。所遇而安，孰匪吾宅？西从吾父，东从吾子。四方上下，安有常处？老聃有

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由此可见，在思想上，苏辙认为自己是以孔子，即是儒家思想为主的。然而，

与此同时，他也有吸取佛老思想。所以，在三教的融合贯通之下，他达到了“此心

皎然，与物皆寂。”的境界。因为，苏辙了解到做人不应再拘泥于外物的束缚、深

陷于不遇之困惑中，反而要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由此可见，他在逆境中对于自身

心境所进行的自我调适。最后，他以老子之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来结束

全文。在此，表面上来看，苏辙是对于圣人不以有功自居，反而人们就归功于他的

行为作出赞赏。然而，更深层的意思是，由于政治环境的黑暗，苏辙对于虚名追求

之心也淡化了，同时这也代表着一份释然。所以这也可以与在晚年时期政治仕途上

不如意时，苏辙反而还是可以适其自然，自适自乐的情况相呼应。由此证明其在当

时的精神境界已经升华至已经更加成熟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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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更深刻地了解苏辙晚年时期的最终心境，可以从其逝世之年，即是政和二

年（1112）的作品中一探究竟。比如，在<管幼安画赞〉里，苏辙 (1987：1525)藉

由管宁形象的刻画来带出对于自我生平遭遇的感慨。他在序言中记录道： 

 

“幼安少而遭乱，渡海居辽东，三十七年而归。归于田庐，不应朝命，年八十有四而

没，功业不加于人。而予独何取焉？”管宁之所以得以自我保全，关键在于“其明于

知时，而审于处己”。 

 

与苏辙相比，两者同样在老年时期选择归耕田园。不同于管宁的自求归隐，苏辙却

在历经了政治迫害、颠沛仕途之后，才不得不卜居自保，在归隐中寻求精神解脱。

因此，这里所表现的不只是苏辙对于管宁的赞颂，更是对于自己深陷党争旋涡中的

悔恨。 

 

之后，他把管宁与四位古人，荀文若、张子布、华歆和许文休作出对比，说明

“此四人者，皆一时贤人也。然直己者，终害其身；而枉己者，终丧其德。”，见

识都不如管宁，从而再表示对于其“处乱而能全”的由衷赞美。由此可见，苏辙对

于管宁得以身处乱世，却能全身而退的才智是非常推崇的。相对的，这也是代表了

苏辙晚年时期所作出的自我反思。在此看出，他对于自己之前困于党争余祸的消极

心态，感到非常懊恼。所以，此时的苏辙作出了这样的反思，也证明其精神上已经

成功摆脱了仕途不遇所造就的郁闷，在精神境界上获得超脱。这篇可说是苏辙晚年

时期精神升华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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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苏辙性情沉静内敛，不事张扬，则其诗文之朴质风格正是其人格的

体现。 (吴增辉, 2011：217) 然而，从晚年后期苏辙的作品来看，发现苏辙不论

是其人或者其文，其实都未有脱离初衷，本质上还是一贯地汪洋淡泊。首先，在大

观年间，苏辙少有地写了两首政治诗。在此，可看出他无所顾忌的坦然。之后，因

为经过了大半生的坎坷仕途，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也可发现其成功调适颓然心情，

精神境界得到升华的痕迹。而这样心态上的自我调适，也令其得以归于淡然。所以，

从他在回顾中，对于自己仕途描写的淡化处理，再到对于自身前期深受党争影响的

悔恨与反思，可总结出苏辙晚年时期的最终心态不只是恢复了淡然本性，甚至还已

经超然于党争之外，达到自适自乐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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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历史背景、政治环境、个人命运、学者评价以及特定作品为基本参照，可

还原出苏辙在晚年时期心态的变化历程。首先，苏辙的一生与党争紧紧相系，因此，

他大部分的文学创作都与政治背景脱不了关系。在这样的生平背景影响之下，可以

将苏辙的生平分为五个不同时期。以嘉佑时期初入仕的未受重用为始，再发展到了

熙丰时期，苏辙当时已经是作为反对变法旗帜人物的存在。然而，他也因此遭受到

了“乌台诗案”的打击。之后，随着高太后的参政，苏辙在元祐年间迎来了一展抱

负的政治高峰期。而他在这段时间对于新党成员的排挤，自然为自己树敌不少。所

以，在绍圣时期，哲宗亲政，起用新党后，苏辙也俨然成为了党祸的首要目标之一。

最后，经过了大半辈子起伏不定的政治生涯，苏辙在晚年时期，也是自己政治际遇

最恶劣之时，为了保全自己，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二年的闭门生活。 

 

    在杜居生活的初期，苏辙这项谢绝交游、畏人畏事的举动并没有成功让自己逃

离党争的迫害。在崇宁年间，从元祐党人碑的设立再到元祐学术的禁毁，可看出新

党对于旧党人员的排挤是持续升级的。因此，在遭受了连番打击之后，此时的苏辙

在孤苦生活中，展现了少见的消极颓然心态。然而，这样的悲观心情其实没有占据

苏辙晚年的全部时间。在生活重心的转换之下，苏辙投身田园，修养身性。并且，

从中发现他经过这样的心态调适后，其晚年前期的作品也慢慢地呈现出一番平静的

韵味。由此可见，苏辙在晚年早期闲居生活里的心态已从一开始的颓然痛苦，转化

为以自适自得悠然心态为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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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来到晚年后期，随着徽宗的大赦天下，苏辙不但恢复了官职，也得回了

俸禄。所以，他的生活环境自然也有所改善。再加上新党对于旧党迫害行为的缓和，

苏辙此时终于可以暂时摆脱生活压力。生活待遇上的好转，也让苏辙的心境逐渐趋

向明朗，并且拥有了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在大观年间，苏辙写下了少见的政治诗。

在诗中，他不但大胆地直刺徽宗政治之不足，也批判了蔡京等臣子阿谀奉承的行为。

此时的苏辙心态可说是一扫了前期的党祸阴霾，展现出无所顾忌的坦然。这样的正

面心态，也让苏辙开始从自己的过去进行反思。最后，在他对于自我人生的总结中，

可发现苏辙在人生最后的时期，心态上可说是回归本质，恢复自己最初的一贯淡然

了。总的来说，在十二年里，苏辙通过自我心态调适，从前期的颓然消极，最后返

朴归真，成功转化为汪洋淡泊之心境，因此，晚年时期也可说是苏辙思想最深邃的

时期。 

 

 

 

 

 

 

 

 

 

 

 

 



48 
 

参考书目 

 

一、引用古籍 

 

1、 陈邦瞻(1977)，《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 

2、 葛立方著（1981），《历代诗话·韵阳秋语》，北京： 中华书局。 

3、 郭绍虞编选（1983），《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海古籍出版社。 

4、 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顾吉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5、 李焘撰（2004），《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 

6、 刘熙载(1978)，《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 陆游(1997)，《家世旧闻》，北京：中华书局。 

8、 司马迁(1959)，《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9、 苏轼著(1986)，《苏轼文集》（孔凡礼点较），北京：中华书局。 

10、苏洵著(1993)，《嘉祐集笺注》（曾枣庄、金成礼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 

11、苏辙(1987)，《栾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2、苏辙著、(1990)，《苏辙集》（陈宏天、高秀芳校点），北京：中华书局。 

13、脱脱(1977)，《宋史》，北京：中华书局。 

14、徐梦莘 (1987)，《三朝北盟会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5、王明清(2001)，《玉照新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6、张耒(1990)，《张耒集》北京：中华书局。 

17、朱弁(2002)，《曲洧旧闻》，北京：中华书局。 

 

 

 

 

 



49 
 

二、引用专书 

 

1、曹础基(2000)，《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 

2、迟文浚、宋绪连等（1999），《唐宋八大家散文广选新注集评》，沈阳：辽宁

人民出版社。 

3、郭预衡(2000)，《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吉川幸次郎著 (1977)，《宋诗概说》（郑清茂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5、季羡林主编(2001)，《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

版社。 

6、孔凡礼(2001)，《苏辙年谱》，北京：学苑出版社。 

7、林瑞翰(1989)，《宋代政治史》，台北：正中书局。 

8、吕慧娟、刘波、卢达(1997)，《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济南：山东教育

出版社。 

9、倪自间(2001)，《中国散文演进史》，台北：台湾长白出版社。 

10、沈松勤(1998)，《北宋文人与党争》，北京：人民出版社。 

11、孙望、常国武(1996)，《宋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2、涂美云(2012)，《北宋党争与文祸、学禁之关系研究》，台北：万卷楼。 

13、王水照(1997)，《宋代文学通论》，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 

14、王水照、朱刚(2004)，《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5、王云五主编(1935)，《丛书集成初编·退斋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 

16、萧庆伟(2001)，《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7、杨庆存(2011)，《宋代散文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8、曾枣庄、舒大刚(1999)，《北宋文学家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 

19、曾枣庄、舒大刚(2004)，《三苏年谱》，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20、曾枣庄、舒大刚(2001)，《三苏全书》，北京：语文出版社。 

21、曾枣庄(1985)，《三苏文艺思想》，四川：四川文艺出版。 

22、曾枣庄、吴洪泽(2010)，《宋代文学编年史》，南京：凤凰出版社。 

23、周裕锴(2007)，《宋代诗学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0 
 

24、章培恒、骆玉明主编（1996)，《中国文学史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5、张毅(1995)，《宋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 

 

三、期刊论文 

 

1、孔凡礼(1999)，<苏辙的一首政治诗-《八玺》>，《文史知识》，1999 年第 1

期，26-28。 

2、孔凡礼(2000)，<忧深思广-读苏辙《买炭》>，《文史知识》，2000 年第 8 期，

页 28-30。 

3、李冬梅（2002），<苏辙研究综述>，《许昌师专学报》，2002 年第 3期，页

111-114。 

4、李佩如（2005），《北宋党争对苏辙创作的影响》，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国

立政治大学，台北。 

5、吴增辉（2011），《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未出版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

学，上海。 

6、朱刚(2005)，<论苏辙晚年诗>，《文学遗产》，2005 年第 3期，页 51-63。 

 

 

 

 


